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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寿彝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史和中国民族史领域久负盛名的回族学者。先生在长达 60 年学术生涯中，

始终为做好回族史研究而探索。首次明确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研究目标及指导理论;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需要具
备广阔视野，主张加强回族研究机构间配合，学术交流形式灵活化、常态化，制定长期规划及基金设置，拓展研究领域
等;在回族史料如何收集、收集哪些材料，材料形式、分类与处理，研究人才培养标准、条件、修养及基本训练等方面提
出建设性意见;特别注重学风问题，强调实事求是学风和科学态度，反对感情用事。这些对新时期做好回族史研究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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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 以下称“先生”) 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

史、回族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研究［1］，其突出成果、贡献与治学思维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焦

点。诸如杨怀中追忆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2］; 常启明探讨先生对广西回族史研究的贡献［3］; 李松茂从

宏观上把握先生对中国回族的研究［4］; 翁乾麟阐述先生回族研究成就［5］; 朱桂同回顾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

教论集》中的民族感情与科学态度［6］; 王东平阐述先生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1］; 梁向明谈

先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贡献［7］; 周文玖讨论先生治学风格与特点［8］; 等等。以上，学界注意到先生对

回族地方史研究、相关经典著作、回族史研究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先生治学特点等方面。而先生对如何做好

回族史( 现称“回族学”) 研究亦有诸多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对后学做好回族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然而，此

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尽管近年来关于如何做好回族史研究，一些学者亦提出过颇具建设性的建议。
如马明龙提出 21 世纪回族史应开展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主张加强地方回族史、回族史学史及当代

回族史研究，提议建立“白寿彝回族研究基金”［9］; 又如翁乾麟提出重视回族史应用研究等［10］。但是在长达

60 年学术生涯中，先生是第一位宏观上系统论述如何做好回族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本文拟从方法论角度切

入，阐释先生做好回族史研究的思维方式、方法及重要观点。

一

首次明确回族史研究的时代价值、研究目标及研究的指导理论。
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应当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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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

是完全必要的。”［11］( P20) 主张“把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尽量地适当地指出来，让广大群众都认识到中华民族所

由构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11］( P21)。因为先生洞悉，对少数民族史( 含回族史) 研究，无论在

内容还是效果上都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能更宽广了爱国

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 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

想教育的效果。”［11］( P23) 这是先生对回族史等少数民族史研究价值首次定位，使少数民族史( 含回族史) 研究

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有其重要价值及广阔施展空间。
提出回族史研究目标。先生指出回族史研究目标是把回族历史贡献发掘和展现出来。回族居住分散，

研究力量分散，各地回族研究者应积极发掘本地回族材料。尽管因环境不同、角度不同，而致观点有别、风格

迥异，产生争论，但他们研究目标是一致的［12］。他指出:“……观点、风格不同，可以争论，形成良好的学术空

气，目标终究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12］( P3) 指

出回族史研究应当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时代要求。先生在 1984 年 3 月 5 日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

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谈民族史》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的民族史研究，尽管面对着复

杂的历史情况，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需要有个共同的要求。依我个人看……先就我们已经找到的资料，进

行研究。研究什么呢? 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进行一般性研究; 另一方面，需要提出时代的要求。”［11］( P66 － 67)

尽管没有明确回族史研究的具体时代要求，但这留给每位回族研究者以遐想，思考 21 世纪回族史研究时代

要求是什么的问题。
强调回族史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先生定位回族史研究时代意义，明确回族史研究目标，

进而提出回族史研究以何种理论为指导问题。先生在《回族人物志( 元代) ·题记》中指出: “回族史研究的

开展……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11］( P219) ; 在《回族史

论稿·序》中说:“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

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13］( P7) 1988 年 10 月，在中国民族

史学会上讲话时又讲:“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11］( P72) 1996 年 8
月，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中再强调: “解放以来，我们在民族史研究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14］

首次提出做好回族史研究的视野问题。主要体现在各地研究机构“在工作上做有计划地配合”［14］，学术

上要开展形式多样地广泛交流，研究经费上要有长远规划，研究内容上除传统主题外，还要开展专题研究。
他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视野问题。指出我们“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
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11］( P73)。又指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

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

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这个想法就不对。正因为你要搞这一点，要把这一族的历史搞

好，就更应该看得宽一些，看得远一些，知道得多一些。”［11］( P216)

做好回族史研究需要在诸多方面拓宽视野。在研究机构上，要求各研究机构间在工作上要有计划地配

合［11］( P73)。他指出:“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有社会科学院，各院也多有民族史研究机构的设置。不知这些

研究单位之间，是否在工作上有所配合。建议在可能条件下，在工作上做有计划的配合。”［11］( P73) 先生首次提

出各研究机构间协同配合以形成研究合力这一问题。这对新世纪回族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学术交流上，重视开展形式多样地广泛交流。“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召开不易。可以多开一些地

方性的，专题的讨论会，人数可以少些，形式可以灵活些。”［11］( P73) 显然，先生注重学术交流，提出全国性学术

会议与地方性专题讨论会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学术会议形式多样化、常态化问题。民族史( 主要是回族史) 研

究规划上，建议成立民族史( 回族史) 研究基金。“民族史研究，需要进行的工作很多……这都需要很多的经

费。……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我建议，用适当的形式征集民族史研究基金。基

金的用处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事业费，用于设备和调查。二是学术奖金，对有学术成就的研究成果给予

物质上的鼓励。三是奖学金，给予大学生、研究生在民族史方面成绩优良者。”［11］( P73 － 7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一方面，先生意识到回族史研究能够长期开展，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作保障; 另一方面，注意回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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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物质激励作用。不仅要奖励研究成果突出的回族研究工作者，也要以奖学金形式促进回族研究后继人

才成长; 研究内容上，要拓展回族史研究内容。不仅继续深化回族史几个传统领域的研究，如回族和伊斯兰

教关系、回族来源，回汉民族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等方面，还要注重开展专题研究。“回族史在这四个问题以

外，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回族经济史、回族文化史、回族现代革命史的专题研究，都应该有所开展。……
更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史的资料和劳动人民记忆中的历史资料。……把这些材料集成一本一本的革命回忆录

出版，对于革命史的工作将是很重要的贡献……要很好地组织一些力量，把回族调查工作经常化起来，对有

关的人民公社进行重点调查，写成专书。”［11］( P187) 这里，先生特别注重近现代革命历史资料和劳动人民口述

资料，注重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尤其提出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回族社区实证调查研究是回族

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这对今后回族研究领域的扩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最后，先生特别指出，不能把回族史

研究视为回族内部的事情，更不能把回族史研究当作少数具有回族身份的研究者的工作。“我们不能把回族

史的研究看作一个民族内部的工作，更不能把回族史的研究简单地看做少数人的工作。我想这种重要性很

值得我们注意”［11］( P207)。对于回族史研究，先生突破特定民族和特定群体的双重界限，将回族研究置于中国

国内人文社科领域重要位置上，使其成为公共研究领域。这体现先生做好回族史研究中的广阔视野。

二

先生指出做好回族史研究，首重资料搜集、专业人才培养及学风问题。他指出: “我们深感到，回族史工

作的开展，第一，需要大规模的资料搜集。第二，需要培养渊博的专业人才。第三，需要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

风。对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12］( P78 － 79)

首先，关于回族史研究资料搜集问题。
须认识回族史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和回族史材料的分散性。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工作具有艰巨性，这是

由回族居住特点和回族材料分散性决定的。“我们回族史研究工作，还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展开。第一，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分散在全国各地，我们的材料也是分散的……第二，在书面材料上，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

也是很分散的。”［11］( 214)

回族史研究材料分类收集。先生指出回族史研究材料主要有如下大类: 回族历史文献材料、地方材料、
兄弟民族有关( 回族) 记载、国外有关( 回族) 记录以及近现代革命史料和回忆录等方面。

关于回族历史文献材料，先生指出:“在书面材料上，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所以我们

的第一步工作，要进行资料的工作。这里边可以包含这样那样的内容。首先是把历史文献里面的书面材料

大量搜集起来。……把文献方面的资料尽量地搜集起来，按照时代排列起来……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

好处。”［11］( P214) 对于地方材料，细化出诸多种类。如清真寺碑刻、回民墓碑、族谱、回族团体章程、刊物、各种

文件、回族行业记录、账本、各地回民传说、故事、歌谣、匾额上文字、有关文物等。“在资料工作上，还要搜集

地方材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
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

在内。……地方上的材料，还包含有礼拜寺的各种匾额的文字，有关的文物，这些也要搜集起来。”［11］( P214) 对

于其他民族对回族记载及国外相关记录，先生亦颇为重视。“还要了解兄弟民族的有关记载。这不是汉族文

字了，是旁的兄弟民族的。……这些方面的材料也还是要搜集的。兄弟民族的记载丰富，有它们的特

点。”［11］( P215) 同时，“还有国外的有关记录，有关的研究。……西方的传教士不断到中国来……因而就有他们

写的一些材料，今天看着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对这方面材料也要搜集，也要研究，对他们的观点也应该进行

分析。”［11］( P215) 这里，先生重视中国国内兄弟民族和西方人士对回族的记载、记录及其观点。特别强调，先生

注重回族近现代史料搜集和撰写回忆录。要求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写回忆录; 回忆录以书

面、音频和视频方式呈现; 还将这些记忆材料分为回忆录、见闻录及采风录三种形式。为此，1987 年 9 月 8
日，先生在西北回民起义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在近现代史方面，希望同志们多写回忆录。……用回忆录或

其它形式写出来，是会给回族史的编纂提供很丰富的资料的。”［11］( P236)“还希望在经济、学术文化、教育，包括

宗教领域和其他领域里的同志们写出各自领域有关方面的材料”［11］( P237)。1989 年 9 月 15 日在河南会议上，

先生作了题为《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同志，……我们要

要求这些同志抓紧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活材料，更要抓住不放，要写在纸面上，写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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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带上，写在照相机上……写这些材料，我想可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回忆录，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见

闻录，写听到见到别人的事，一种是采风录，写一些民间风俗习惯歌谣等等。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的使用，也

可以混合的使用，可以系统地写，也可以作为札记去写。”［11］( P238 － 239) 最后，先生指出:“所有这些，都是搞回族

史的人应该注意的。”［11］( P220)

如何处理上述材料，先生指出，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材料搜集和材料研究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要出版和

刊行。“搜集材料是一个工作。但研究工作，不能等着材料搜集好了才进行。要一面搜集材料，一面进行研

究。要就现有材料进行研究。研究了，可以发现问题，然后再搜集材料、再研究。”［11］( P215) 又指出:“我们可以

考虑出版各种资料集，如碑文集、先哲遗书、回忆录、口头传记丛书之类。”［11］( P220)“搜集材料，是个长期的过

程，……我们不可能等待材料搜集完之后，再进行专题的研究和史书的编写。应该是一面搜集材料，一面研

究和编写。”［11］( P220)

其次，关于培养回族史研究专业人才问题。
在回族史研究队伍建设上，要数量，重质量。他指出:“就我们的需要讲，我们的队伍需要大大地扩充，需

要大大地加强。……应该加紧培养人，加紧吸收人。这是从数量上说的。”［11］( P217)“光人多不行，还要讲质

量”［11］( P217)。对此，他提出要加强队伍基本训练。“要进行基本训练，没有基本训练不行。……对回族史工

作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基本训练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又一方面，不断地要求复杂，要求更宽。”［11］( P217) 先生

明确指出，对回族史研究者要不断更新基本训练，严格要求基本训练。对于基本训练，先生主要强调两方面:

一是加强研究者修养，一是强调研究者应具备条件。对于前者，先生认为: “研究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很必

要有专门的修养……要有中国通史的修养，中国史学的修养。要懂得我们史学方面有什么成就，怎样写历

史，这是很必要的。”［11］( P216) 对于后者，先生曾在 1944 年《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

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

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

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

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13］又在《回族史论稿》序中讲:“我在 1944 年所说的那些条件，对于研究

回族史也都还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位研究回族史的工作者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更不是说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

后，才能进行回族史的研究。”［13］( P7)

但先生还是强调:“既然是搞回族史，不能丢掉伊斯兰教的历史，那就需要懂得阿拉伯文，需要懂得波斯

文，需要懂得伊斯兰教最基本的经典，最基本的教义，同此有关的主要的各个流派，这是需要的……当然，一

个人要具备这些条件不容易，但是在一个研究单位里，应该有互相配合的力量。［11］( P216) 除此之外，先生也重视

业余队伍的培养。“我们还要注意培养业余队伍，恐怕这个队伍人手更多一些。要采取一定措施，可以扩大

这方面的人员。特别在收集资料上，在不同文字的翻译上，在地区性的研究工作上，我们需要业余队伍的

力量。”［11］( P216)

最后，强调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学风。
先生要求回族史研究者培养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他提醒具有回族身份研究者，在学术问题上切

忌“感情用事”，要坚持科学态度。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

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11］( P216) 在治学态度上，又要求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六不”原则，

即不虚构、不夸大、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13］( P7)。先生向

来注重培养优良学风。但他认为这绝非朝夕之功，需持之以恒。他指出: “所有这些，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

容易，坚持下去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13］( P7) 他认为，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取得成绩的必要

条件，并且将其视为学术兴盛的一种标志。“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地提高有关的修养，重视必要的治

学态度，从而取得了各种学术成果。这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兴盛气象。”［13］( P7)

三

白寿彝先生在长达 60 年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回族史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方法。首先，先生

认为回族史研究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率先提出少数民族史( 含回族史) 与爱国主义相

结合问题。他主张积极发掘少数民族( 回族) 特殊贡献，加强少数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及其在中华大家庭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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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 提出回族与祖国、各兄弟民族间“三个分不开”观点［11］( P206) ; 明确回族史研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他

将回族史研究提升到高于一般学术意义的爱国主义高度，使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中国特色。在此种价值取向引

导之下，强调把回族历史贡献发掘和展现出来。这是回族学史上对回族研究目标的首次定位。不仅指出回族史

研究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而且注重回族史研究以何种理论为指导的问题。指出回族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主导。认为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和理论指导是做好回族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因为它保障回族

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其次，指出回族史研究必须有广阔视野。这不仅要各地研究机构间有效配合，开展广泛而

灵活的学术交流，充足科研经费，长远研究规划，还必须在研究内容上讲求“一般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主

次分明，缓急适中。这为回族史研究实践操作奠定基础。再次，对回族史研究工作具体展开，先生特别注重资

料、人才及学风问题。资料上，指出回族居住特点决定回族材料分散性，增加回族史研究工作的艰巨性; 回族资

料不仅限于传统历史文献材料，尤其注重回族研究实地调查和地方材料，把材料搜集与材料分析结合起来。这

不仅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整理材料、编纂材料，还要出版刊发材料，将材料集结成辑。人才上，先生希望回族

史研究队伍有数量，更注重质量。他指出回族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条件和具备修养，注意培养专业人才与业余

人才相结合。认为研究人员要加强基本训练，注重实践与时效。学风上，先生指出，做好包括回族史在内的学术

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学风，讲求科学态度，切忌感情用事。
近年来，尽管有学者探讨过做好回族史研究相关问题，但先生在其 60 年学术生涯中，为回族史研究探索

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方法论架构。概言之，有三层: 结合中国实际，恰当定位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研究目标及

指导理论; 要求回族史研究有广阔视野，要在研究机构间配合、学术交流平台与形式、研究经费与基金设置、
研究内容拓展等方面扩展视野; 具体操作上，先生详细阐述如何搜集材料、搜集哪些材料，如何处理所搜集材

料等问题。对回族史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出要求和实现途径。特别强调回族史研究中学风问题。力

倡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和科学态度，反对脱离实际的“感情用事”。尽管先生仙鹤归真，但其不仅为回族史研

究留下诸多指导方法，还对后学提出殷切希望。“向回族史研究工作者说几点希望。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

苦的学问，研究者必须勤奋学习，打好基础，包括史学、哲学思想、文学、语言学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要有这些

方面的知识和训练。要学会善于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学会写文章。”［1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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